2022年广东卷“广州外销瓷”试题分析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彭湃中学王文庆
（2022年广东卷·5）清代从广州出口的瓷器中，除了江西、浙江的名窑产品外，还有广东、福建专门烧制的贸易瓷。广州等地有的瓷窑还聘请来自欧洲的画师，负责在瓷坯上绘制欧风图像。这种现象反映当时
A．广州处于中外交流的前沿             
B．出口瓷器产自官营手工作坊
C．西方艺术在中国颇受欢迎             
D．重农抑商政策受到明显削弱
答案：A
试题立意：中西方贸易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清朝手工业的发展，闭关锁国下的清朝对外贸易；在试题结构中分两部分，前边试题部分叙述了所出售瓷器的来源，如广州本土出产的瓷器，还有其它地方生产的瓷器，如江西、浙江、福建生产的瓷器。试题后部分侧重体现了瓷器的种类，有体现中国审美风格的瓷器进行出口，也有体现外国审美风格的瓷器在中国进行加工；在特色方面，体现了广东地方史；从中外交流的角度看，本题以广州为中心点，体现中国文化的瓷器向广州集中，以便出售。西方审美所需要的瓷器，也在广州进行生产。在广州地点上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选A较为合适；明朝中叶以后，制瓷业等手工业领域，民营手工业超过了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且官营手工作坊的产品是不进入市场流通的，出现了“官搭民烧”的现象，排除B项；“在中国颇受欢迎”材料并未体现，且中国华夷观念较强，在当时很难对西方的审美接受，排除C项；清代仍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明显削弱”无法体现，排除D项。
◎史料素材阅读：
史学材料研读一：以外贸为导向迅速崛起的珠江三角洲
位于珠江三角洲出海口的广州，自汉代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不过，历史上广州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周围藩属国的朝贡贸易，这种贸易与广东地区的社会生产很少发生直接的联系。本地产品很少加入以进出口贸易为中心的流通过程，本地产品的交换市场同外贸市场基本上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流通领域。
从明代中叶开始，广州的对外贸易发生了意义深远的转变。即从传统的贡舶贸易向商舶贸易的转变，从以进口为基调的贸易转为以出口为基调的贸易，欧洲商人也逐渐取代亚洲各国成为主要的贸易对象。这一转变，一方面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15、16世纪一条连接中国一菲律宾一墨西哥的太平洋新航路开通，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开始东渐；另一方面也是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一处，更赋予广州特殊优越地位，使之在对外贸易中独占鳌头几达百年之久。对外贸易的这一转变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正在兴起的三角洲的商品经济与海外市场发生了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以国际市场的需求为直接动因而迅速发展起来的。
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桑基鱼塘”专业区的发展。这是一种以种植业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形农业经营方式，最早出现于南海、顺德、高鹤三县交界地区。广东本非蚕桑区，明代果基鱼塘一直是南海九江、顺德龙山、龙汪一带的主要经营方式，《广东新语》卷22 记载：“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基下为池以蓄鱼，岁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明末清初开始出现“桑基鱼塘”，即把原来的果基改为桑基，“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蚕”，再以蚕屎饲鱼，塘泥肥桑。顺治年间南海县九江乡桑基鱼塘面积已占耕地面积的80％，相邻的高鹤县坡山乡、顺德县龙山、龙江乡等也陆续改果基为桑基。到康熙后期，南海县西樵山附近的海洲、镇涌、金瓯、绿潭、沙头、大同等六乡也相继发展为桑基鱼塘专业区。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限定广州独口通商、国外生丝及丝织品的采购都集中到广州，生丝需求量剧增，价格日昂。国际市场对生丝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珠江三角洲蚕桑业的发展，乾、嘉年间甚至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热潮。到清代中叶，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个以九江为中心，“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顷，种植桑树以饲蚕”的专业化、大面积的蚕桑生产基地，成为仅次于江浙地区的蚕丝生产中心。小农以蚕桑为业，缫丝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家庭手工业、道光以降；广东蚕丝产量与出口量更急剧增长。
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果品种植业也有进一步的发展，以广州为中心，南至番禺龙湾、古坝、东至黄埔、茭塘，西南至顺德陈村、南海平洲、番禺韦涌的一片老沙田区和东莞北部、增城西南部丘陵地带形成一大面积的果木专业区。荔枝、柑橘、香蕉、菠萝等是广东最著名的水果，香蕉在中山县种植最广。柑橘则以新会为最，“种植者千百株成园，每岁大贾收之，其后售于他省·····其利最博”（道光《新会县志》卷2）。中山小榄的荔枝，新会源清、礼义的甜橙等都是清代中叶出现的名品。
经济作物种植的大幅度增长，使珠江三角洲缺粮日益严重。从南宋到明代中叶，珠江三角洲一直是粮食输出区，缺粮大体是从万历年间开始的，清代渐趋严重。清代中叶，珠江三角洲有耕地900余万亩，人口400余万。以平均亩产四石从低计算，稻谷产量每年也可达3600余万石；即便有1／2的耕地种植粮食作物，也可满足三角洲人口的粮食供应。而事实上，清代中叶广东全省每年需从相邻的广西、湖南、江西以及暹罗、安南等地输入稻谷约在400万石左右，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供应珠江三角洲的。也就是说，三角洲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不过，珠江三角洲缺粮虽然严重，但粮价并不甚高，广州府粮价一直低于潮州、嘉应等府州。这显然是与广西、湖南等外部粮食市场的存在，以及三角洲便利的交通条件，密集的市场网络及其有效运作密切相关的。通过大规模的粮食输入，珠江三角洲较好地解决了400万人口的口粮问题，从而腾出更多的土地种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
丝、棉纺织业、广彩烧造业和花茶熏制业等，也是因出口的需要而兴盛起来的。
明代广东的粤缎、粤纱在海外已享有一定的声誉，但产量有限；清代随着蚕桑业的发展，三角洲的丝织业也迅速发展。清初，佛山丝织业已有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绉绸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洋绫绸行、金彩行、扁金、行、机纱行、斗纱行等18行。道光初年佛山仅帽绫一行即有机房202家，西友织工人数达1100人之多；丝织各行合计，织工至少有数千人。
珠江三角洲种棉不多，本非棉布产区，商人每年运糖赴江南，回贩棉花织布以供本地消费。广州“独口通商”之后，欧洲商人对中国棉布的需求刺激了三角洲棉纺织业迅速发展，乾隆年间佛山有棉花行22家，经营棉花销售，主要供应本镇及附近乡村机户织布。道光《南海县志》记载，“绵布经纬细密者为上，南海乡村最多，曰李村机、曰紫洞机、曰叠滘机、曰大沥机、曰里水机、曰盐步机”等，所产棉布多集中到佛山加工染成“长青布”，销往海外。据统计，1785-1833年广东平均每年进口印度棉花约20万担，大约相当于同期松江府用棉量的2／3；鸦片战争前夕，广东每年进口棉花更多达50万～60万担，其中很大一部分供应珠江三角洲。如果按同样的用棉比例计算，广东棉布产量已接近或超过清代中期江南棉布的产量。印度棉花价廉物美，使棉布成本较低；加之珠江三角洲位于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其棉布出口更得地理之便，因面在海外市场颇具竞争力，往往冒“南京棉布”之名输往欧美，夺走了江南棉布很大一部分海外市场。
新兴的“广彩”烧造业更是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而兴起的。其工场设在广州河南，瓷器胚胎选用景德镇烧造的白瓷器，运至广州“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绘上图案，再入炉烧制，“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此种瓷器被称作“广彩”或“河南彩”，“始于乾隆，盛于嘉道”（陈伯坚、黄启臣《广州外贸史》上册，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页）。18世纪20年代，茶叶出口跃居首位，广州制茶业也随之兴起。为适应西方人的口味，茶商在广州河南设厂制造一种以花熏制的“花茶”，在伦敦市场上大受欢迎。此外，三角洲的冶铁、制陶、制糖、制扇等手工业和农产加工业在清代也有很大的发展
转口贸易是清代前期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又一重要支柱，洋船进口货物以哆罗、哔叽、羽毛、纱缎、檀香、胡椒、黑铅等项为大宗；出口货物则以茶叶、湖丝、绸缎等为大宗。下表是道光年间粤海关出口茶叶和丝、绸等项商品统计。该表可见，仅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两项即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茶叶，主要是来自福建、安徽的武夷茶、松萝茶；丝及丝织品则主要产自江浙，每年经由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进口洋货中绝大部分也是从广州经陆路、海路转销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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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白银是欧洲各国购买中国茶、丝等商品的主要支付手段。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言：“闽粤银从番舶而来，番有吕宋者在闽海南，产银，其行银如中国行钱，西洋诸番银多转其中，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而“商贾所得之银皆以易货，度梅岭者不以银捆载而北也”。这是明末清初的记载。乾嘉年间仍然如此，而规模则大得多。据庄国土研究，18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中白银所占比例高达80％～90％，平均每船携带白银109.226两；在1700-1753年的50年余间该公司计有178艘商船来华贸易，输华白银总数达1944万两，18世纪后半叶，该公司对华输出商货有所增加，白银所占比例渐降至50％以下，但由于输出总值的大幅度增长，平均每船带银高达739,994两；故1760-1799年，40年中输入中国的白银总计仍高达2400余万两。西洋商船将大量白银运至广州，购买中国的丝、茶等货；中国商人收入白银，在广东购货贩至国内各省。随着外贸的发展，珠江三角洲本地商品运销外省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外省商人运货至广州出口，以所得之银购买“广货”运销内地，成为清代三角洲商品流通的基本模式；留在本地的白银又继续运作，将三角洲经济越来越广泛地纳入以外贸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这样，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本地市场与国内、国际市场的商品流通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商品经济与转口贸易的发展使三角洲从事商业、运输业的人口大幅度增长。如顺、德县“龙山、龙江、勒楼、黄连、陈村人务商贾”，多“贸易于石龙、江门、省垣、佛山四镇”；番禺县商人多出自韦涌、古蓼、南冈等十余乡，也有不少“商于省、佛，并交蕃船”，从事对外贸者。在广州、佛山经商者，“顺德之人居其三，新会之人居其二，番禺及各县、各府、外省之人居其二，南海之人居其二”。新安、新宁两县濒海，经商者“皆以海船为务”，近则往来于沿海各埠，远则直抵东南亚诸国。贸易于国内各省者也为数不少，大多“随其土宜以为货”。如“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藩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东莞县商人“多以香起家”，“种香之人一而鬻香之人十”；又有制作香箱者，“数十家借以为业”；顺德县果木产区“人多衣食荔枝、龙眼，其为栲箱者、打包者各数百家，舟子、车夫皆以荔枝、龙眼赡业”；南海县九江乡为鱼苗产区，每年春季鱼花“水陆分行，人以万计，筐以数千计，自两粤郡邑至于豫章、楚闽无不之也”；新会县居民“所以资生者半出于蒲葵”，以葵制扇，贩之四方。
乾嘉年间顺德县龙廷槐曾对广州府属各县务农经商人口比例作过一粗略估计：南海县地亩十之二，商贾十之六，工作十之二；番禺县地亩十之六，商贾十之三，工作十之一；东莞县地亩十之六，商贾十之三，工作十之一；顺德县地亩十之三，商贾十之四，工作十之三；新会县地亩十之五，商贾十之四，工作十之一；香山县地亩十之九，商贾十之一；新宁县地亩十之七，商贾十之三；新安县地亩十之七，商贾十之三；增城县地亩十之八，商贾十之二；三水县地亩十之六，商贾十之二，工作十之二·····如果龙氏的这一估计大体不错的话，那么清代中叶三角洲主要县份中约有30％左右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在三角洲400余万人口中至少有百万以上是借贸易以为生计的。
发达的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是珠江三角洲转口贸易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广州是三角洲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是省治、府治所在，清代更成为全国对外贸易最主要的口岸。清代中叶，广州的商业行铺计有当商、放账铺、换银铺、洋货铺、珠宝铺、参茸行、布行、木行、生铁行、绸缎棉花行、青麻行、铜行、锡行、西货行、海味行、京果行、油行、豆行、谷埠、米行、槟榔行、烟行、金丝行、瓷器行、果干行、药材行、柴行、炭行、糖行等等。对外贸易则由十三行统一管理，如伍绍荣的“怡和行”、潘绍光的“同孚行”、卢继光的“广利行”、梁承禧的“天宝行”、谢有仁的“东兴行”、严启昌的“兴泰行”、潘文涛的“中和行”、马佐良的“顺泰行”、潘文海的“仁和行”、吴天恒的“同顺行”、易元昌的“孚泰行”、罗福泰的“东昌行”、容有光的“安昌行”等都是著名的洋行
佛山则是一个工商业并重的城市。清代中叶佛山有工商业店铺3000余家。手工业以冶铁、丝织为最盛，冶铁业又分为熟铁行、炒铁行、铁锅行、铸造行、土针行等，各行均分别设有会馆；丝织业仅帽绫一行就分别设有东家会馆和西家会馆；再如绒线行、成衣行、染纸行、油烛行、铜行、金银首饰行、酒行、鞋行等均各有会馆。商业会馆则有西货行会馆、槟榔行会馆、当行会馆、布行会馆、绸缎行会馆、油豆行会馆、苏扇行会馆、颜料行会馆、青靛行会馆、洋纸行会馆、西药行会馆等；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商人也都在佛山建有各自的会馆。
他如东莞县石龙镇“交通惠广，商贾如云，鱼盐之利，蕉荔橘柚之饶亦为东南诸邑之冠”（乾隆《广州府志》卷2）；新会县之江门，“为海舶收泊口岸、雷琼各府商民往来络绎”（《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辑）．南海县石湾镇为陶瓷业中心，居民“六七千户，业陶者十居五六”，所产“瓦器有黑白青黄红绿各色，备极工巧，通行二广”（道光《南海县志》卷7）。康熙年间石湾已是“商贾丛集”，乾嘉间更发展成为仅次于广州、佛山的第三大商业城镇。
珠江三角洲的墟市发展明代中叶已达相当水平，清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清代中叶广州府属各县共有墟市600余个，墟市密度每百平方公里3.5个，居全国第一位。这些墟市多是一种或几种商品的集散市场，贸易十分繁荣、如道光《南海县志》记载，该县之九江“货以鱼花、土丝为最，甲于邑内”。嘉庆《龙山乡志》记言，顺德县龙山乡大墟之桑市“他乡之桑皆集于此”，小农养蚕所需桑叶“皆取资焉”；丝市则汇集小农“所缫之丝”，输往广州以供出口。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显然，墟市丝价已与国际市场的需求直接相关。外地输入的粮、棉等商品的转运分销、当然也有赖于这一墟市网。
总之，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到清代中叶已跃居全国先进之列。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初步形成，经商人口急剧增加，一个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摘编自戴逸：《中国大通史——清（1644-1840）上》，学苑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338-344页
史学材料研读二：广州
在公元15世纪至19世纪初这段时间，中国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了“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与国外直接进行贸易。但是，却对广东实行了特殊政策。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出于加强封建统治的考虑，下令停止全国各口岸的运行，独留广州这个唯一的口岸进行贸易，广州对外贸易也因此而迅速发展，市场一派繁荣，特别是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向全球扩展，不仅实现了广州与世界的海上运输大循环，而且也使广州成为当时世界海上运输网络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自此，广州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东西方交往的中心，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清政府与外国的贸易往来主要还是沿袭明代的朝贡贸易。为管理日趋兴旺的中外贸易，处理与此有关的各种交涉和交往，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粤海关，建立洋行制度，客观上也有助于发挥广州在清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城市的作用。由于地理上近便，中国和西方的几乎全部贸易都云集在广州。在长达156年间，广州以其得天独厚的地位，处于中外贸易交往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
广州作为清代中国贸易的中心市场之一，“十三行”在其中扮演了重头角色，独揽对外贸易业务达85年之久，这为广东商人的成长壮大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的对外贸易，除了设置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十三行”等，同外国商人直接贸易，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不懂汉语以及不了解中国政府管理外贸的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的设置，成为外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外贸做得更为灵活。所以，当时外国商人普遍感觉到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说明当时外部世界对于广州的商业环境普遍认可。
——摘编自白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卷）》，中国商务出版社，2016年7月第2版，第七章，第168-169页
史学材料研读三：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
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护封建经济，消弭足以危害其统治的外来因素，对外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这就是用政治力量限制进出口贸易，把对外贸易额降低到最低限度的非自由贸易的政策。其具体措施：
第一，限制通商口岸。“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向来重视“夷夏之防”。在十六世纪中西的通商中，封建政府对于外人的防范限制，不象以后那样周密严厉。至清初，由于郑成功以台湾为根据地坚持反清斗争，清政府曾有“片板不准下海”的命令。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统一了台湾，第二年即下令开放海禁，准许外商在指定口岸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贸易，置关管理。在这四个口岸中，广州则为外洋商船集中地，其他地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外洋商船途遇风暴，漂泊所至，予以临时接待外，一般不许在这些地区贸易。“历久相安”，已成惯例。但是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商人嫌广州限制太严，规费太重，“屡遭禁令，潜赴宁波”贸易。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英国船“收饷定海，运货宁波”。准备翌年复来的情况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认为不及时采取措施，时间一久，宁波将又成为广东的澳门。为了巩固海防，防患于未然，清政府采取措施，于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正式宣布，洋船“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嗣后外商虽多次要求增设口岸，都未成功，只准在广州一口贸易。
第二，建立保商制度。清政府的对外关系是闭关自守，但又不能完全闭绝，只得开放一口与外洋贸易。但是既然允许贸易，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买卖和管理的问题。清政府的重点放在防夷上面，于是在对外贸易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一种极为严密的“保商制度”，外商的一切买卖活动必须通过清政府批准设立的行商来进行。
行商通称十三行。其实行商数字不一定是十三家，有时多于十三家，有时少于十三家。如一七五七年多达二十六家，又如一七八一年少到只有四家。
行商是经过清政府批准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少数特权商人。一个行商除了他的本名如潘振成、卢恒观、伍秉鉴与行名如同文、广利、怡和之外，还有一个对外通称的商号，称为某官，如潘启官、卢茂官、伍浩官。行名和商号是世代沿用，父子相袭的。所谓某官，是一种尊称，而且一般行商，也多数捐有官职。行商的性质，属于半官半商，如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中曾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之句，就是把行商称为官商。
行商是一种垄断性的商业组织，凡是外商的一切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的一切出口货物由其代办。独占商务，划一市价，不许竞争，不许经售劣货、拖欠货款。同时，外商应缴的出入口船钞货税，由其承包代缴；外人居住行动，亦由其照料约束；中外交涉事件，亦由其居间经办。行商一方面垄断中外贸易，一方面又是外商与中国政府之间联系的唯一媒介，实际上负有商业与政治双重任务。
行商是一行的负责人，另外还有通事、买办、银师、工役等等。这些人物在商业交往中各有其专职，但在监督外国商人方面对政府起保证作用，并又互相保证。到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清政府把保甲制度的成规推行于行商。“行”与“行”互保，同行倒闭，各行行商负责分摊清偿债务；“行商”保“夷商”，夷商生事或拖欠税款，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是所谓“保商制度”。这种“保商制度”自一七四五年以后，不断修订、补充，从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的防范外夷规条至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两广总督卢坤奏准的管理外夷办法，至少经过大小六次的修订。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形成一个以监督外商为主要任务的错综复杂的保证系统。按规定：“夷商”只能同行商交易，“夷商”交易完毕，不能留在广州过冬；留驻广州期间，行动上予以严格限制。更不准携带武器，与内地勾通消息。为了防止违反规定的“作奸犯科”行为，建立了行商保通事，通事保雇买办，买办保雇小工的所谓“层递钳制”的保证制度。
总之，自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以后，清政府为了达到闭关自守、防夷的目的，首先把对外贸易的渠道限制在广州这个狭窄的地区，然后又在这一“瓶颈”地带实行一套“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管理制度。
此外，清政府还限制对外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如粮食、五金、书籍均严禁出口，丝、茶出口也有一定限制。至于制造军火的原料（硫磺等）绝对禁止出口的。
清政府所以采取闭关政策有其内外原因。从内因说，在于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一切可以自给，不需要外来商品。所以凡是外国商人要求多开口岸，自由通商，总是遭到清朝历代统治者的断然拒绝。至于尚准许有限制的通商，输出中国的特产，纯粹是恩赐。例如，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皇帝致英国女王书中就说：“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恩加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基于以上国策，清政府挟制外商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货船封舱，停止贸易”，直至外商“慑服”。
从外因说，西方各国商人一旦来到中国，总是表现他的海盗行为，不是强占中国领土，就是抢劫骚扰，而中国政府又难于防范，使得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不能不深具戒心。
闭关政策实践证明：对外是一种消极的自卫政策，对内则造成中国的落后挨打。它限制了中外正当商业的发展，又阻碍了中国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在长期实施闭关政策的过程中，把自己与世界完全隔绝开来，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一概排斥，盲目自大，不能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新事物和进步的文化。
从一七五七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起，到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前后八十五年中，单就沿海的军事防御来说，其落后的情况在十九世纪初早已暴露，然而清朝统治者不思加强改进，相反严惩有关议论军事设备、敌强我弱的官员。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遣使通好，由于使臣不遵行中国礼仪叩头问题，嘉庆帝拒绝使臣“入觐”，立即遣送出京，护送英使的直隶臬司盛泰与英国使臣言谈之间，了解到英国的海军力量。嘉庆帝不但不重视这个军事情报，反而认为盛泰“越分多事”，给予“著即革职，发往盛京，以苦差委用”的处分。
一八三二年，英船阿美士德号到中国沿海口岸侦查，中国守备的废弛和落后情况，暴露无遗。沿海地方官虽然奉有谕旨驱逐，然而都因英船船坚炮利，不敢正面冲突，只能消极地阻止当地商人到英国船上贸易。所以阿美士德号“在中国的海上和陆上，他们到处横冲直闯，肆无忌惮，丝毫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在航行的过程中，他们不但完成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水道的探测工作，而且对清朝政治的腐败，军备的废弛和落后，以及各地的经济状况，都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落后是要挨打的，阿美士德号上的教士甲利（郭士立）曾竭力鼓动英国政府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宣称“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事实证明，闭关政策，除了造成中国在各个方面愈来愈腐朽落后之外，并不能真正有效地阻挡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始以鸦片走私毒害中国人民，继以兵舰大炮武装侵略中国，中国终于沦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地。
——摘编自郑学檬 蒋兆成 张文绮著：《简明中国经济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七章，第402-406页
引证材料：十三行制度
（一）十三行制度的形成
十三行制度又称行商制度。所谓行商，指的是指清王朝特许的经营海外贸易的垄断商人，其所开商行被称为“洋行”或“洋货行”，统称“十三行”。公元1686年，即粤海关成立的第二年，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广东地方政府将从事国内外贸易的商人分开，将商行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前者主要是从事国内商品的国内贸易，后者则是从事针对进口商品及出口商品的经营活动。同时规定，充当行商者必须是身家殷实之人，在报请官府批准后，必须缴纳保证金，等到政府发给行帖（相当于执照），才能设行开业。十三行并非指洋行的确切数目。事实上，基于经营状况的好坏，洋行数目时多时少，最多时曾达26家，最少时仅有数家。洋行除有行主外，还设置有买办、通事、司事、观点、杂役等职位。在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行商组织了行会团体——公行，议定行规13条，如共同议定货价、保证货物质量、将行商分为三等，而针对各等规定不同的贸易份额，以抑制竞争。公行并未选出法定领袖，也没有统一章程，组织松散，作用有限。但因其垄断性的增强，而引起了外商的强烈不满。
（二）行商的职能
清政府规定，外商到达广州后，不得自由贸易，必须首先投住到行商开设的商馆中，而此后外商所有活动均只能够局限在商馆范围内完成，因而西方商人将其在广州的贸易称为“商馆贸易”。西方商人在广州所有的贸易活动也均由行商代理，其行动受到行商的监督管理，同时行商也代表官府行使一定职权。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行商又具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因而带有亦商亦官的双重特征。具体来看，行商的主要职责如下：
1．承保税饷
外国商船进港后，其应缴纳的进口税需要由行商向海关保证并于洋船返航时缴纳，故行商又称为保商。外商应纳出口税由行商为其代买货物时扣缴。
2．代购代销进出口货商
外商在广州进行的贸易，除少量手工业品在行商加保的条件下可与普通商人贸易外，其他大宗进出口货物必须由行商代理经营，即外商带来的进口货由行商负责承销，外商所需出口货由行商代购。嘉庆以后，行商对进出口贸易的控制逐渐松动。
3．代办各种交涉事宜
清政府规定，官员不与外商直接接触，外商与清政府间的一切交涉都必须要由行商代为传递或转达，即代外商向政府承递文函、代政府宣布对外商的指令。
4．监督管理外商
按照清政府的规定，行商有责任按照《防范外夷规条》对外商及船员在广州的活动予以监督、管理。
由此可见，行商作为清政府特许的半官方的对外贸易垄断组织，不仅成为了清王朝与外商之间的媒介，而且也担任着中国市场与海外市场之间联系桥梁的角色。不过，这一制度却限制了中外商人间的自由贸易，成为清政府严格限制海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工具。
——摘编自白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卷）》，中国商务出版社，2016年7月第2版，第七章，第166-167页

史学材料研读四：清代瓷器工艺的发展
明朝的腐败导致社会危机的总爆发，经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冲击，明朝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最后被满族势力灭亡。明清时期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但清朝统一全国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了一个时期。开国初期几个皇帝励精图治，很有作为，行政管理严明而有效率，在加强少数民族团结、巩固边疆、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中有不少的贡献。清初对人民的剥削比明朝有所减轻，社会经济仍然有所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特别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保持了一个强大的形象。
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制瓷工艺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代表清代制瓷水平的仍然是景德镇。景德镇窑户达数千家，匠人10多万，成为名副其实的瓷都。
清朝开国的几个皇帝都喜爱瓷器，常常亲自过问景德镇御窑厂的生产。将宫廷收藏的历代名瓷作样品拿出来参考，宫中御用画师等艺术家也参与花纹的设计。派官吏到景德镇监督官窑生产。为了对皇帝负责，有的官吏亲自到第一线，孜孜不倦地钻研技术，总结工匠的经验、技能和工艺程序。尤其像唐英这样杰出的人物，长期任督窑宫，他的著作《陶人心语》、《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等，对总结几千年来陶瓷工艺和发展今天的陶瓷艺术都有重要的价值。这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他自己善于钻研的结果。
清朝废除明代的编役制度，实行“官搭民烧”。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废除匠籍。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恢复御器厂后，御器厂300余名工匠与其他办事人役都“支领工值食用”。工匠有较多的自由，提高了主动性和积极性。所谓“官搭民烧”就是把官府御窑的生产任务交给民间瓷窑去完成。这就普遍地提高了民窑精细瓷器的制作工艺。乾隆年间出现了“官民竞市”的局面。官窑、民窑互相影响、竞争的结果，促进了整个瓷业的发展。清朝景德镇制瓷业规模空前，制瓷区域在景德镇地区延表10余里；在这个山环水绕的地带，民间作坊有300多处。据《景德镇陶录》一书记载有“官窑户”、“哥窑户”、“龙泉户”等专业工人数十万。其他从事与瓷业有关行业的人就更多了。人们生活和陶瓷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有工人“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徐”之说，景德镇真正成了名不虚传的瓷都。清朝陶瓷生产无论在规模、分工或准佣关系方面，比之明朝，都有明显的变化，制瓷业的成就也远远超过明朝。
——摘自李知宴：《中国古代陶瓷》，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第1版，十三章，第188-190页
试题反思:首先，本题以广东地方史考查了闭关锁国下的对外贸易，广州成了中外贸易集中的窗口，以广州为时空的交汇点，中国所生产的瓷器从广州销往国外，其中部分是中国名窑所生产的瓷器，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输出；部分是“聘请来自欧洲的画师，负责在瓷坯上绘制欧风图像”体现了西方文化的输入，即通过广州地区的对外贸易把中外文化的交流进行了体现。通过题干所表达的信息点确定了本题的立意：中西方贸易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本题的立意对材料中贸易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因果解释。其次，本题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时空观素养，广州从时空上成为了中西方贸易的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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